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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”的《辽文汇》，后增订为《全辽文》。①

相较于近乎“述而不作”的《辽文汇》，《辽史补注》更能体现陈述在史学上善于接力、后来居上的

治学特点。 １９３３ 年，陈述初谒陈寅恪于姚家胡同，得陈氏指点，“以唐、宋、辽、金、元为主，不敢多读

汉唐以前书。 在此千年诸史之中，尤以《辽史》记载最阙漏，遂以厉、杨之书附《辽史》，并以五代、宋、
元诸史及《册府》、会要、碑志、杂记补其阙，参取钱大昕《考异》、陈汉章《索隐》汇集一编”。② 所谓

“厉、杨之书”指的是厉鹗的《辽史拾遗》和杨复吉的《辽史拾遗补》。 这便是陈述撰《辽史补注》的动

机与做法。 陈寅恪对《辽史补注》予以高度赞誉，谓“《补注》之于《辽史》，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，并重

于学术之林”，③陈寅恪看重的是《辽史补注》在史料辑录上的价值。 所谓“补注”，按照陈述的说

法，“补者效褚少孙之补《史记》，注者效裴松之之注《三国》。 广征后魏以来诸史、文集、笔记，包括

钱大昕、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，全面网罗，证其合否，一一补入《辽史》。 考

证之学，譬如积薪，现在的工作，即就前人所积者，接力积累，对《辽史》作全面增补订正”。④ 陈述继

承了褚少孙、裴松之补注正史的传统，又在钱大昕、厉鹗诸儒的基础上，对《辽史》正误、补阙、补歧异、
存类事，⑤引用书目在 ８００ 种以上，⑥真正做到了“接力积累”，将《辽史》整理与辽史研究推向了新

高度。
传统遇见近代，是一个时代命题。 一个多世纪以来，复古倒退者早已被历史无情淘汰。 而那些

曾经誓要抛弃传统的激进者们，也未能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彻底告别传统。 优良传统和学术遗产在

经历一段隐逸的行程后，渐显由边缘回归之势。 对抗、超越与赓续、演化是可能而且必然共存的，政
治、文化、思想、学术莫不如此。 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与传统完全断裂、毫无关联的思想与学术。

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∗ ⑦

刘永祥　 （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）

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，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，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、
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，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。 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，与
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，因此，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

的摒弃，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。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，也有违中国史学、
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：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

连续性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。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，
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，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，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。”①这段话具有深刻的理

论指导意义，提示我们在考察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时，不能只看到对外来文化的吸收，更要看到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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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参见陈述：《辽文汇》，中国科学院 １９５３ 年版，“序例”，第 １—２ 页。
陈述：《辽史补注》，中华书局 ２０１８ 年版，“后记”，第 ３７７３ 页。
陈寅恪：《陈述辽史补注序》，陈寅恪：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，第 ２３５ 页。
陈述：《辽史补注》，“自序”，第 ９ 页。
参见陈述：《辽史补注》，“序例”，第 １４—２３ 页。
陈重：《陈述先生遗稿举要》，宋德金等编：《辽金西夏史研究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，第 ２４０ 页。
本文是国家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《（新编）中国通史》纂修工程“中国史学史卷”的阶段性成果。
《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　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　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》，《人民日报》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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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文化的自觉传承。 抽丝剥茧后会发现，中国的史学和文化传统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，
始终发挥着塑造作用，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。 对此加以深入考察，有利于对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

形成更全面的认识，也能从侧面展现传统文化面对西学冲击时的应变力。 学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

通史家风、公羊历史哲学和民本思想的影响，本文拟从其他几个层面，探究传统元素在历史编纂学近

代转型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，以期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。

一、史学传统视角下对近代官方修史的再审视

在现代化语境之下，传统史学常常以被批判者的形象出现。 这是因为，在经历过东西方“文野转

换”的心路历程后，传统与野蛮、落后具有了语义上的一致性。 尤其是当君主专制的政治合法性出现

危机后，与此紧密联系的文化危机就必然会形成。 在诸多传承千余年的史学传统中，高度政治化的

官方修史就承受了最猛烈的炮火，被批得体无完肤。 从史学思想视角看，晚清官方修史确实落后于

时代，未能跳出旧有框架；但从历史编纂学视角看，其在“存史”方面的成绩不应被一笔抹杀。
实际上，中西方史学各有所长。 中国古代史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历史编纂领域，形成了完备的理

论体系、连续而准确的历史记载、数量浩繁的历史典籍，以及形式多样的体裁体例。 梁启超早年曾宣称

“中国无史”，但那是史学服务于政治的攻击策略，态度难免偏激。 五四以后，他在撰写《中国历史研究

法》时，就站在相对客观的学术立场评价中国史学的世界地位。 他说：“史学在世界各国中，惟中国为最

发达。”①此一世界地位的获得，显然离不开持续、宏大而严密的官方修史体系。 尽管西方史家经常对中

国古代历史编纂服务于王朝政治的“资治”属性展开批评，中国古代官方修史也确实存在严重弊端，但
修史的制度化使中国在“存史”方面可以傲视群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 历史记载是历史学的基础，所谓

历史意识，首先是保存历史，然后才能衍生出考证、批判、资治等其他含义。 因此，对于晚清官方修史的

评价，不能只站在西方近代史学的标准之下，还应着眼于中国史学传统的延续这一视角。
清入关之前表现出对官方修史的高度重视，入关后又继承了前代官方修史的经验，制定出一套更

为严密的修史制度，将官方修史推进到新的阶段。 尤其是特开史馆的灵活性，让清代官方修史表现出

特殊的活力。 道光以后，特开史馆明显萎缩，修史数量也难与乾嘉时期相媲美。 这主要是因为，不断加

剧的社会危机和殖民危机使清廷陷于内忧外患之中，已无法保持“盛世”时对史馆的财政供给。 即便在

这种情况下，官方修史仍维持了相当规模，编纂的成绩也可圈可点。 有学者曾统计这一时期完成的史

书种类：“从宣宗到德宗的四朝实录 １８０３ 卷、圣训 ５４５ 卷，太祖至文宗圣训 ７６２ 卷，清会典、会典图、会典

事例 １５９０ 卷，各部院则例 ４０ 种 １４３３ 卷册，志、案、录 １３ 种 １０２２ 卷册，玉牒 １ 种 ６ 卷，方略 ８ 种 １４１０ 卷，
国史馆写定稿本包括本纪、志、传、表和皇清奏议 ５６８６ 卷册，清一统志（道光 ２２ 年修成）５６０ 卷，道光至

宣统二年起居注千余册。”②这说明，官方修史仍是晚清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绝非可有可

无。 其于艰难处境中仍在“存史”方面取得可观成绩，恰恰证明清廷对修史传统的重视。 而且，这一

时期编纂的史书虽有诸多缺陷，但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史料，理应在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晚清官方修史的资治功能也并未丧失，而是努力进行自我调适以应对新的危机，主要表现在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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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梁启超：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七十三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版，第 ９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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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方面：一是则例编纂的改革凸显致用思想；①二是中外交涉历史编纂的创设，如《筹办夷务始末》
《各国政艺通考》等。 这一新类型的出现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官方修史传统的突破，应当被视为

晚清官方修史面对新的世界形势作出的主动求变。 以编纂质量而论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更胜一筹。 它

的编纂是以清廷藩贡外交体系被打破、被迫融入世界新秩序为背景，与涉外事务不断扩大的现实境

况相适应。 编纂者多身居要职、官职显赫，反映出清廷对此项编纂的重视。 该书虽在编纂之初仍具

有突出的天朝上国和华夏中心意识，对外国一律称“夷”，但这一思想倾向在编纂同治朝《始末》时发

生了重要变化。 编纂者开始正视和承认中西之间存在的差距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，并盛赞洋务

运动。 而且，道光朝《始末》的起始时间定于 １８３６ 年（非道光帝即位），将有关鸦片问题的史料置于

篇首，也能体现出编纂者的卓识。 蒋廷黻评论称：“此书何以从道光十六年起始，编辑的人并未说明，
不过起始两篇都有关于鸦片问题，亦可见编辑者对于‘夷务’的观察。”②此外，光绪年间纂修《大清会

典》亦呈现一些新的时代特点。 比如，为保证图例的准确性，各省进行大规模的勘察测量，以重新绘

制舆图，而这项工作“非平日留心舆地、谙悉中西算法之人，不能措手”，③因此，会典馆从同文馆、水
师学堂、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中调取教习、学生等。 这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才对官方修史的参与，
在一定程度上将西方近代科学理念和方法带入了史馆。

总之，对于晚清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，不能一味站在现代史学角度定位为“衰落”而忽略其在

“存史”方面取得的成绩，以及其面对新形势所做出的主动求变与突破。 客观而言，作为政治文化体

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官方修史，真正走向没落是在清朝灭亡、君主专制终结之后。 其赖以存在的政治

基础大为减弱，遂被以大学为依托的近代史学新体系彻底抢走主流地位。 民国初年，围绕是否设立

国史馆展开的激烈争论，一方面说明新的政治和史学观念已然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，另一方面也说

明人们在提及官方修史时的确更多地关注其政治属性。 不论是袁世凯将设立清史馆视为恢复帝制、
拉拢“遗老”的一环，抑或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国史馆政治立场的强化，民国时期的官方修史似乎已

变为多方政治力量的博弈场。 但我们仍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———尽管清史馆和国史馆的发展历尽

曲折，史馆建制和运作都无法与传统官方修史相媲美，但设馆修史的传统毕竟延续了下来，并且不是

作为单纯的政治符号，而是彰显出中华民族重视修史的文化传统的强大生命力。 《清史稿》的纂成和

国史馆在纂辑史料方面取得的成绩，都不应被忽视。 许多政治家和学者都在如何弘扬优良传统和体

现新的时代特征方面，提出了诸多具有卓识的主张，也为史料的保存和整理付出了极大努力。④

二、经世致用：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形成的核心动力

除官方修史外，近代历史编纂最先呈现的新格局，主要表现在边疆史、外国史和当代史编纂的兴

起，亦即完成“三大转向”：由内地转向边疆、由中国转向世界、由古代转向当代。 齐思和曾谓：“道光

以来，学术的新风气是谈富强、讲经世……在史学方面，由考订校勘转而趋于研求本朝的掌故，讲求

边疆地理（特别是西北史地）以谋筹边，研究外国史以谋对外。”⑤西方入侵带来士人世界观念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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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舒习龙：《晚清则例纂修特点与政治变迁》，《兰州学刊》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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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寿朋编：《光绪朝东华录》，张静庐等校点，中华书局 １９５８ 年版，第 ３２５２ 页。
参见刘永祥：《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》，《学术研究》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。
齐思和：《晚清史学的发展》，齐思和：《中国史探研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，第 ６６２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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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，是发生上述转向的重要原因。 而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考察，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思想则

是新格局形成的核心动力。
在中西方史学体系里，经世致用思想都占有重要地位。 前者的政治属性和实用意味显然更浓

厚，后者则因私家修史占据主导而主要表现为文化属性。 作为一项文化传统，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

历史演进中始终发挥作用，只是内涵和形式并不固定。 相较于乾嘉时期将经世致用思想隐含于历史

考证之中，道咸时期的史学经世表现得更直接，对内形成“考史”“著史”并行之势，对外则实现从“通
经致用”向“通史致用”的转变，兴起的标志即为边疆史编纂热潮的出现。 外患的日益严重与清廷的

自我封闭，促使晚清边疆史编纂者将学术视野扩展到外国，同时对本朝过往进行深刻反思，从而带来

外国史和当代史编纂的新潮流。 而且，他们开始突破传统华夷之辨的藩篱，发出了解外国甚至向外国

学习的呼声。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，是在编纂外国史过程中，大量参考、引用外国人所著书籍。 这

些新变化的产生自然离不开外力的刺激，但内在的推动力更具根本性。 这一时期经世致用被赋予新的

思想内涵，表现为突破六经所规范的治国范畴及倡导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，实已呈现接纳西学的趋

向。① 这说明，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的形成，并非完全由西学东渐所驱动，而有其自身内在的演进逻

辑。 此后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，也不是跟西方亦步亦趋，而是随着中国对西方理解的深入，不断根

据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做出调整。 换言之，经世目标的变化决定着历史编纂呈现出何种面貌。
近代历史编纂的第二次高峰和转折，出现在甲午战败以后。 经此一役，经世致用的目标超越了

重新认识世界及器物救国的层面，跨入带有整体性的文明层面，试图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实现国家崛

起，以克服异常严峻的亡国危机，并让中国步入世界文明之列。 与此相适应，历史编纂呈现新的面

貌。 一方面，外国史编纂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史地知识介绍，而是将目光聚焦到西方国家的整体盛衰

上，侧重革命史和亡国史编纂，如美国独立史、法国革命史和波兰亡国史、朝鲜亡国史等是当时传播

度最广的外国史。② 所谓“处将亡之势，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，则与其读建国史，不如读亡国史”，③即

道出了时人编纂亡国史的根本动机。 另一方面，以文明史学为蓝本的“新史学”理念被系统贯彻到新

型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，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重写中国史浪潮，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争

得应有位置及最终崛起而服务。 清末新史家一面以日本为中介引入西方文明史学来重写中国史，一
面又对其中所包含的“中国停滞论”展开严厉批评。 事实上，“新史学”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

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，梁启超《中国史叙论》《新史学》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等皆旨在“说明一部通史

应如何作法”。④ 只有从这一视角观察，我们才能发现当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，即：推
倒以专制王朝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，建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。

近代历史编纂的第三次高峰和转折，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其背后同样是经世致用思想的推动。
与民国初期史学的学科化和专门化相适应，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历史编纂学呈现通史编纂继续发展、
专史编纂异军突起的基本格局。 梁启超明言：“今日所需之史，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。”⑤各

类贯通性的专史编纂如学术史、民族史、宗教史、文化史、制度史、政治史等层出不穷，从不同角度再

现客观历史进程，使历史编纂的内容获得极大丰富，实际上已取代通史编纂的主流地位。 吕思勉、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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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
参见陈其泰、刘兰肖：《晚清社会危机中的学术转向———魏源对“经世之学”义理的阐发》，《求索》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。
参见邹振环：《清末亡国史“编译热”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》，《韩国研究论丛》第 ２ 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。
《绍介新著：埃及近世史》，《新民丛报》第 ６ 号，１９０２ 年 ３ 月。
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，梁启超：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九十九，“绪论”，第 １ 页。
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梁启超：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七十三，第 ３５ 页。



文化传承视野下的中国史学近代化

炳松、陈训慈等不少史家都围绕专史和通史之间的关系提出独立见解，大多强调专史研究和编纂的

基础作用，如谓“现在史学的发达，实得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竞出。 各种专门史日益进步，而普通史乃

亦随之而进步”，①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学风是以历史研究为主导，而非历史编纂。 这一学术

状态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迅速扭转，“书生何以报国”成为摆在每一个知识分子面前的重大命

题。 经世致用也有了新的内涵，表现为强化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，推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。 中

国史学遂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合流趋势，无论是推崇历史考证者，还是推崇历史解释者，纷纷将视野聚

焦到经世致用层面，主张通过传播历史知识来增强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、指明未来应走之路。 历史

编纂再度成为时代潮流，不仅产生了大量各具特色、形式多样的高质量通史（皆以民族主义为编纂主

旨），而且促成了通俗历史编纂的热潮。 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，是新历史考证学派代表顾颉刚将诸多

通史编纂构想付诸于实践。②

可见，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的形成和阶段性变化，是与史学、政治和社会的整体转型相适应的，
而在外部刺激的表象之下，尚隐藏着经世致用这一内在动力。 如果只讲西学冲击，忽略本土的经世

需求，恐怕很难对上述变化作出完整的概括和解释。

三、结构·文字：历史编纂审美传统的延续

２０ 世纪初“新史学”旗帜树立起来以后，各家对于科学的理解虽然存在差别，但实现史学科学化

几乎成为所有现代史家的目标，中国史学的主体也由历史编纂渐次转变为历史研究。 时人谓：“今日

中国的历史学是一个论文写作或专题研究的时代。”③相应地，如果将叙事视为传统史学的主要特征

之一，那么，近代史学的发展方向则显然是对叙事的疏离。 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史学专题化、以史料

审查为依据的史学精细化、以哲学探索为目标的史学规律化、以学科互涉为方法的史学多元化等学

术规范的形成，不仅昭示着这一趋向，而且使得近代历史叙事在整体风格上与传统历史叙事大相径

庭。 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的审美传统就此中断，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续，从
而使近代历史编纂学彰显出浓厚的民族风格。

无论中国还是西方，审美历来都是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 古代史家也很早就对此展开专门

论述，古希腊卢奇安的《论撰史》和南朝刘勰的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先后提出相近看法，认为史学之美

大致应包含真实之美、结构之美和文字之美。 如果说在“求真”方面双方不相上下的话，中国史家对

史书结构和文字表述显然更为重视，不论是理论探索还是编纂实践都自成体系、一脉相承，常被视为

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。④ 其中，又以体裁体例的继承与创新最为突出。 以往学界常将近代以来的史

书体裁简单归结为西方章节体的流行，而忽略了史书中包含的本土特点。 其一，很多史家认为西方

的章节体与中国的纪事本末体之间并无本质区别。 王舟瑶就明确说：“今之西史，大都纪事本末体

也。”⑤因此，最初编纂的诸多通史或断代史都带有突出的纪事本末风格。 其二，史家虽在主体上采

用了章节体，但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的体裁体例灵活地融入其中。 比如，萧一山编纂的《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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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思勉：《历史研究法》，吕思勉：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，第 １５ 页。
参见刘永祥：《“疑古”之外的学术追求———顾颉刚的通史编纂构想与实践》，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》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。
贺昌群：《哀张荫麟先生》，《理想与文化》第 ２ 期，１９４２ 年。
参见瞿林东：《史学与艺术》，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》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。
王舟瑶：《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》，《京师大学堂历史讲义合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，第 ６０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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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通史》是章节体首次在大型史书编纂中的成功运用，但他同时又广泛吸收了传统体裁的优点，不仅

在史表运用方面独具匠心，而且在体例上亦显示出娴熟的作史技巧。① 其三，以整合、兼顾不同体裁

优点为旨归的“新综合体”蓬勃发展，如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、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的融合等。 晚清

《海国图志》《元史新编》《法国志略》等，都曾在传统体裁之间进行整合。 此后，梁启超、章太炎、金毓

黻、卫聚贤、吕思勉等诸多史家，也曾进行大胆尝试。
至于历来被视作良史重要标准的“善序事”“资文采”传统，近代以来在史学科学化大潮下确有

被边缘化的趋势，无法与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历史规律的总结相媲美，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界也逐渐

由模糊变得清晰。 严复曾谓：“我们中国论史，多尚文章故实，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……故当前说出

时，或谓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，文章之美，必不及前，而纪述无文，即难行远云云。 然此皆明于一方之

论，不知史之可贵，在前事为后事之师。 是故读史有术，在求因果，在能即异见同，抽出公例。”②吕思

勉则指出：“史学和文学，系属两事。 文学系空想的，主于感情；史学系事实的，主于理智。 所以在人

类思想未甚进步，主客观的分别不甚严密的时代，史学和文学的关系，总是很密切的，到客观观念渐

次明了时，情形就不同了。”③不过，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来看，文字表述仍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，
会直接影响史书的编纂质量。 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重论史家四长时，就专门谈到文字

表述问题，他认为：一要简洁，即“文章以说话少，含意多为最妙”；二要飞动，即“历史的文章，为的是

作给人看，若不能感动人，其价值就减少了”。④ 陆懋德也认为“善作史者，固可一方面能保存其事

实，而在另一方面又能不失去其兴趣。 如是既使历史可为科学的，而同时又可为美术的”，明确主张

“历史的著作实需要高等文学”，史家为文应做到“举重若轻，词浅义深，方显出‘大手笔’之能事”。⑤

金毓黻同样指出，不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人难以做成良史，“史文翔实高简，非大手笔不能为……文

以载事为职，事必资文以传，二者相需甚殷，不可偏废”。 在文字表述要求上，他则总结为：“一曰雅而

能健，二曰举重若轻，三曰无格格不吐之病。”⑥

不管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编纂，最终都需要通过文字来表达，两者在准确性这一点上并无二致。
２０ 世纪以来的通史、断代史和专史编纂，基本都不再秉持“寓论断于叙事”的传统，而采取夹叙夹议

的写作风格，也常常将考证过程置于叙事中。 差别主要在于，历史表述该不该讲究文采，通过生动的

文字来增强感染力，以引发读者的共鸣。 上升到更广泛的理论层面，即为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性

质之争。 在这一问题上，立场最为明确、贡献最大的是张荫麟。 他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，形成了系统

的理论主张，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纯将史学视为科学，而忽略其艺术性的一面，认为史学既是科学，也
是艺术。 他主要援引西学来阐明上述观点，但也有对中国史学美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，尤其高度评

价了章学诚的史学艺术论。⑦ 他将对史学之美的追求贯彻到历史编纂实践中，完成了一部广受赞誉

的《中国史纲》，既践行了“史学是艺术”的宣言，也让章学诚所谓“圆而神”、梁启超想望的“活的历

史”成为现实，堪称开创了通史编纂的新范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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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陈其泰、张爱芳：《现代史家对史表的成功运用———以萧一山〈清代通史〉为例》，《人文杂志》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。
严复：《政治讲义》，王栻主编：《严复集》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，第 １２４３ 页。
吕思勉：《历史研究法》，吕思勉：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，第 １６ 页。
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，梁启超：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九十九，第 ２７ 页。
陆懋德：《史学方法大纲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 １９８０ 年版，第 １１０—１１２ 页。
金毓黻：《静晤室日记》，辽沈书社 １９９３ 年版，第 ４１、６４９３ 页。
参见徐国利：《张荫麟的史学艺术论及其思想来源与特征》，《南开学报》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。



文化传承视野下的中国史学近代化

历史编纂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变化都会在历史编纂学中体现出

来，并且往往以通史编纂为载体。 比如，２０ 世纪初兴起的“国史重写”运动，几乎都贯彻了“新史学”
理念———以进化史观为理论指导、以民族国家为叙述范围、以民史取代君史等。 在接受西方史学观

念过程中，公羊历史哲学、传统民本思想等也都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，这同时又是中国史学特有的

“通史家风”的传承。 综上可知，近代历史编纂学新格局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模仿西方，而是中西方史

学理论和文化观念相互融合的结果，无论是官方修史的延续，还是通史和断代史的编纂，都带有浓厚

的本土特色。 中国史学的主体性，也并没有因为吸收外来文化而丢失。 恰恰相反，随着中国史学近

代化程度的加深，中国史家越来越强调中国史学的主体性，对争夺史学话语权抱有充分的自觉，并努

力构建带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。

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

———以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构建为中心

童　 杰　 （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教授）

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产生于 ２０ 世纪初，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，关于其命名、性质、内涵及定义的

研讨从未中断。 清末，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“浙东学派”概念。① 民国时期，又有章

太炎、傅斯年、陈训慈、姚名达、周予同、张其昀、刘咸炘、何炳松、邓广铭、蒙文通、宋念慈、张寿镛、钱
穆、李源澄、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“浙东学派”。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诸多学者从不同

角度持续深化了对“浙东学派”的研究。 纵观“浙东学派”百年学术研究，一方面成果斐然，粲然可

观；另一方面，“浙东学派”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，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，具备了

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。 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，中西史学碰撞、新旧学问争锋，彼此

相互渗透、磨合，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。 “浙东学派”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

念，同时，因为“浙东学派”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，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

“浙东学派”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———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“浙东学派”为理，沟通中西，
改造文明；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“浙东学派”为名，钩沉绝学，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。 无论贬

斥抑或表彰、谬误抑或精准，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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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０４ 年 ９、１０、１２ 月，梁启超在《新民从报》（半月刊）陆续刊载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的第七章“近世之学术（起明亡以迄

近日）”，最早提出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。
民国时期，关于“浙东学派”的研讨先后出现在章太炎《訄书·清儒》（《章太炎全集》第 ３ 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）、傅斯年

《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》（《新潮》第 １ 卷第 ４ 号，１９１９ 年 ４ 月）、陈训慈《浙东史学管窥》（《史学》创刊号，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）《清代浙东

之史学》（《史学杂志》第 ２ 卷第 ５—６ 期合刊，１９３１ 年 ４ 月）、姚名达《章实斋之史学》（《国学日报：述学社刊物之一》第 ２ 卷第 １ 期，
１９２７ 年 １ 月；第 ２ 卷第 ２ 期，１９２７ 年第 ２ 月）、周予同《第四期之前夜》（《一般》第 ６ 卷第 １—４ 号，１９２９ 年 １ 月）、张其昀《宋代四明之

学风》（上、下）（《史学杂志》第 １ 卷第 ３ 期，１９２９ 年 ７ 月；第 ４ 期，１９２９ 年 ９ 月）、刘咸炘《先河录》（刘咸炘：《推广书》，成都古籍书店

１９９６ 年版）、何炳松《浙东学派溯源》（岳麓书社 ２０１１ 年版）、邓广铭《浙东学派探源———兼评何炳松〈浙东学派溯源〉》（《益世报》
（天津版）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）、蒙文通《评〈学史散篇〉》《致柳翼谋诒徵先生书》《跋华阳张君〈叶水心研究〉》（蒙文通：《中国史学

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）、宋念慈《渊源流长之浙东史学派》（《浙江青年》第 ２ 卷第 ６ 期，１９３６ 年 ４ 月）、张寿镛《宋元学案补

遗序录》（张寿镛辑：《四明从书》第 ５ 集，广陵书社 ２００６ 年版）、钱穆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版）、李源澄《浙东史学之

远源》（《史地杂志》第１ 卷第３ 期上册，１９４０ 年９ 月）、金毓黻《中国史学史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）等著名学人的论著中。


